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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个体并非缺乏志愿服务动机，但信息不足阻碍了其参与意愿。研究
借助社会组织评估场景，采用调查实验的方法，探究有关社会组织评估的政府
信息公开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个体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实验结果发现：与控
制组相比，在实验组中提供更加全面的社会组织评估信息有助于提升公众的志
愿服务参与意愿和预期频率，该过程通过影响公众感知的组织声誉水平来发挥
中介效应；且对于过去参与频率较低的公众而言，信息公开的影响效应更大。
研究认为，政府信息公开不仅有利于缓解公众志愿服务参与过程中面临的信息
不对称问题、提升志愿服务组织的社会合法性，还具有动员“沉睡”的志愿者
的巨大潜力。研究结论直面当前志愿服务实践发展的现实问题，也拓宽了信息
公开议题在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中的解释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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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志愿者是最能代表第三次分配的新主体，志愿服务与个体道德情操和社会
精神文明紧密相关，更是推动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和重要抓手（王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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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不仅如此，志愿服务还能助力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志
愿服务组织通过与政府和其他主体一道开展合作生产的方式，推动了政府职能
的转变和公共价值的输出（王名等，２０２０；丁元竹等，２００７）。我国志愿服务也
在国家的支持和推动下蓬勃发展，表现为注册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数量逐年
增多，志愿服务时长连年增加，志愿服务所贡献的价值也不断提升。

学术界关于志愿服务的研究多从动机入手，讨论如何通过激励个体动机的
方式来提升其参与意愿，并以此推动一系列具体的促进和保障举措的实施
（Ｗｉｌｓｏｎ，２０１２；魏娜、王焕，２０１９）。但当前志愿服务的发展似乎进入到瓶颈
期：虽然注册志愿者人数和志愿服务时长持续增长，但志愿服务参与活跃率不
高、参与不可持续、社会组织发展放缓仍然是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王焕、魏
娜，２０２０；杨团、朱健刚，２０２２）。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动机和激励理论在
解释和指导实践上的局限性，即个体并非缺乏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而是尚有
其他关键因素阻碍着个体参与，这些因素也成为进一步推动公众参与志愿服务
的关键突破口。

志愿服务是个体自愿奉献出时间、精力等资源，参与到非营利组织中，无
偿地为社会或他人提供公益服务的行为（Ｐｅｎｎｅｒ，２００２；Ｓｎｙｄｅｒ ＆ Ｏｍｏｔｏ，
２００８；Ｗｉｌｓｏｎ，２０１２）。公众具有志愿服务的参与动机，但如何在资源和精力有
限的前提下，找到合适的组织，相信参与其中能够满足自身追求并获得良好的
志愿服务体验，是影响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现实难题。由于缺乏相关的信息，
公众无法找到适合的志愿服务组织和服务项目，造成“志愿无门”；或者在一次
糟糕的志愿服务体验后，对志愿服务产生“志愿偏见”，阻碍其后续参与。不仅
仅是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在一般的公民参与的学术讨论中，信息的可获得性
也俨然成为一个重要且亟须关注的研究议题（ｄｅ Ｗｉｔ ＆ Ｂｅｋｋｅｒｓ，２０２０）。现有研
究已考察了信息公开对公民的政府信任、满意度、政治参与、政策遵从的积极
影响（Ｇｒｉｍｍｅｌｉｋｈｕｉｊｓｅｎ ＆ Ｍｅｉｊｅｒ， ２０１４； Ｋｉｍ ＆ Ｌｅｅ， ２０１２； Ｔｏｌｂｅｒｔ ＆
Ｍｏｓｓｂｅｒｇｅｒ，２００６；吴进进等，２０２０；周豪、包国宪，２０２１）。也有学者进一步
关注到有关政府资助的信息披露对个体捐赠的挤出效应（ｄｅ Ｗｉｔ ＆ Ｂｅｋｋｅｒｓ，
２０２０），但学术界仍然缺乏关于信息和志愿服务二者关系的讨论。

社会组织评估作为国家监管社会组织的重要工具（崔月琴、龚小碟，
２０１７），实际上包含了信息简化、认证和公开的意涵，其将国家对于社会组织的
“期待”归纳为不同类型的评估指标，并通过评估过程获得评估结果，向社会公
开。关于社会组织评估的政策文件参考民政部颁布的《社会组织管理评估办
法》，其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为依法实施社会组织监督管理职责，促
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依照规范的方法和程序，由评估机构根据评估标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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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估，并作出评估等级结论”。评估结果分为５个等
级，由高至低分别为５Ａ级、４Ａ级、３Ａ级、２Ａ级、１Ａ级。

因此，研究借助社会组织评估场景，采用调查实验的方法回答：有关社会
组织评估的政府信息公开能否提升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哪些公众更容易
受到这一政策举措的影响（譬如，之前志愿服务参与较少的公众是否也会受到
影响）？实验结果发现：与控制组相比，在实验组中提供更加全面的社会组织评
估信息公开有助于提升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和预期频率。具体而言，该信
息通过影响公众感知的志愿服务组织的声誉水平，对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和预期
频率产生影响。此外，研究还发现，政府关于社会组织评估的信息效应在过去
参与频率较低的人群中反而更大。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信息公开对于提升志愿
者参与的活跃率、动员更大规模的志愿服务具有积极意义，是推动志愿服务发
展的有效途径，也拓展了该议题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解释场景。

二、文献综述和假设提出

（一）信息公开与公民参与
依据传播学的理论观点，大多数社会互动是在信息不确定下发生的，新的

信息会减少不确定性并赋予事件意义（Ｗｈａｌｅｙ ＆ Ｓａｍｔｅｒ，２０１３）。现有文献中关
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研究为理解文章的研究议题提供了启发。一类研究从一般性
的公民参与文献出发，讨论政府信息公开对政策遵从、政治参与、政府信任等
变量的影响。例如，吴进进等（２０２０）借助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线上问卷调查
发现，政府信息公开会通过影响公众的政策理解和政策满意度，对其政策遵从
的行为产生影响，并强调了疫情防控中政府信息的获得性和可理解性的重要性。
但使用调查数据的研究受制于内生性问题，无法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张书
维、李纾，２０１８）。行为公共管理学提倡实验研究方法，其中调查实验成为使用
频率最高的实验类型（张书维、李纾，２０１８；Ｊａｍ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例如，郑思
尧和孟天广（２０２２）讨论了政府公开的疫情信息的质量能否提升公众对于政府
信息服务的满意度和政策遵从度。除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研
究背景，江汉臣等（２０２２）还关注到“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这一信息宣介方
式，发现常态化背景下该政策信息并不会影响公众对于房产税政策的支持程度。
周豪和包国宪（２０２１）基于政府绩效评估的实验场景，从信息来源和信息一致
性两个角度探究公众对政府绩效信息信任的影响因素。

另一类研究集中在非营利研究领域，主要讨论政府信息披露对于个体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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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行为的影响。Ｈｏｒｎｅ等（２００６）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了解到政府资助减少
的公众并没有捐赠更多。Ｊｉｌｋｅ等（２０１９）通过在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上的实地实验也发
现，关于政府资助变化的信息披露并未对个体捐赠产生影响。然而更多的实验
结果却表明当给受访者提供政府资金减少的信息时，个体的捐赠数额会增加
（Ｊｉｌｋ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例如，当被告知政府将减少资助癌症研究的财政支出时，
被试者愿意为癌症研究的慈善机构捐赠更多（Ｓｈａ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ｄｅ Ｗｉｔ和
Ｂｅｋｋｅｒｓ （２０２０）基于一项调查实验发现，提供关于政府实际预算削减的信息能
够增加捐助者的数量。Ｌｉ （２０１９）则系统整理了影响个体捐赠的信息渠道、类
型、频率和内容，以及个体的信息偏好，并以此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Ｙｒüｋ
（２０１２）利用１９８８—１９９６年美国的调查数据发现，被告知“Ｇｉｖｅ Ｆｉｖｅ”活动
（旨在鼓励人们捐出５％的收入，每周做５个小时的志愿服务）的公众，其每周
的志愿服务增加了近半小时，但捐赠行为并没有受到显著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现有关于政府信息影响公民参与行为的文献已经为研究奠
定了一定的学术基础，但仍然存在着若干局限性。一方面，现有文献虽然肯定
并实证检验了信息公开对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但尚未关注到以志愿服务为
代表的社会参与。另一方面，既有的关注到信息提供与个体捐赠行为的相关研
究，虽然探索了信息公开在非营利领域内的作用效果，但研究情境多集中在美
国，且侧重于讨论政府资助类信息，更重要的是忽视了个体的时间捐赠行为。
因此，文章将政府信息公开引入到对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学术讨论中，并在社
会组织评估情境下，采用调查实验的研究方法分析其中的因果关系。

（二）关于社会组织评估的政府信息
公众在参与志愿服务时，面临着信息的不确定性。例如，大多数公众并不

能正确地判断非营利组织的性质（Ｈａｎｄ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也不能提前了解到参与
到组织中的实际体验如何，而仅依赖他人、单位、国家的宣介或动员信息。而
社会组织评估作为一种集合式的信息集约化工具，依据评估指标将组织的属性、
结构和绩效进行不同类型的划分，得出了一种客观简明的结果。虽然评估指标
因逻辑和内容有所差异，但评估的重要意义在于降低受众者的信息熵（何贵兵
等，２０１８；Ｔｈａｌｅｒ ＆ Ｓｕ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８）。政府公布的社会组织评估信息能够清晰直
观地为公众提供未来可供参与的志愿服务组织清单，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
的不确定性，有效提升了个体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

除信息内容以外，信息的发布主体也是影响信息作用效果的另一关键因素。
根据政策反馈理论的观点，信息的主体可以通过语言、符号来传达不同内容，
塑造行动者对自身、他人、政府以及相互关系的认知，从而影响行动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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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为（Ｍｅｔｔｌｅｒ ＆ Ｓｏｓｓ，２００４；Ｍｅｔｔｌｅｒ ＆ Ｓｏｒｅｌｌｅ，２０１８）。具体而言，首先，政
府网站所公布的社会组织评估等级，实际上蕴含了政府的认知偏好及态度，具
有显著的政府背书效应。特别是，对标杆型志愿服务组织的信息公布，既彰显
了志愿服务的积极价值，也提高了志愿服务组织的声誉和社会影响力，有利于
增强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 Ｉｎｇｒａｍ，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其次，政府
信息还通过对某些行为的限制或承认，进一步强化了社会规范（Ｍｅａｄ，１９９８）。
国家对于志愿服务的关注，有助于形成积极志愿服务的社会氛围，从而提升个
体的参与意愿。最后，政府借助社会组织评估，将自身对于志愿服务、社会组
织乃至社会治理的若干“期待”融入到评估指标中，如党建、基础条件、内部
治理、社会影响等，这实际上是对志愿服务环境的规范。国家赋予的这种合法
性，使公众相信参与其中能够获得良好的参与体验，实现自身的志愿初衷，从
而也表现出更高的参与意愿。因此，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当公众获得更加全面的社会组织评估信息时，其志愿服务参与意愿
更高。

（三）政府信息效果的机制分析
１ ． 感知到的组织声誉：中介效应
大多数情况下，公众并不知道政府的政策信息，这就阻碍了信息对于公众

行为的实际影响（ｄｅ Ｗｉｔ ＆ Ｂｅｋｋｅｒｓ，２０２０）。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政府信息公开具
有积极意义，包括上文假设的公众获得更加全面的社会组织评估信息能够提高
其志愿服务参与意愿，但这取决于公众能否在现实生活中感知到这一宏观信息。
因此，文章以组织作为中介，通过公众感知到的组织声誉，链接宏观的政府信
息公开与微观的个体志愿服务意愿。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非营利组织处于相互竞争的环境中（Ｐｆｅｆｆｅｒ ＆
Ｓａｌａｎｃｉｋ，２００３）。这种竞争的压力促使近年来商业化的管理方法和理念逐渐被
引入到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中，用以改善组织的战略绩效，特别是在吸引和留住
志愿者方面（Ｇｏｅｒｋｅ，２００３；Ｈｕｍｅ ＆ Ｈｕｍｅ，２００８；Ｍｅｙｅｒ ＆ Ｒｏｗａｎ，１９７７）。
在非营利组织管理中，无形资产日益受到重视，因为它们不容易被竞争对手模
仿，被认为是组织成功的战略因素（Ｂａｒｎｅｙ，１９９１）。特别是声誉，它关乎其他
利益相关方对组织的整体评价（Ｆｏｍｂｒｕｎ ＆ Ｖａｎ Ｒｉｅｌ，１９９８），被认为是组织最
重要的无形资产之一（Ｈｕｎｔ ＆ Ｍｏｒｇａｎ，１９９５）。具体而言，非营利组织的声誉
指的是政府、受益者、捐赠者和志愿者等多类主体在与组织的互动过程中形成
的对组织长期性、整体性的评价和价值判断。良好的声誉对内具有强化组织能
力、规范组织行为的投资功能，对外具有搭建并维系良性公共关系的建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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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有助于非营利组织获取竞争优势、实现使命愿景（张冉，２０１３；２０１４）。文
章侧重讨论非营利组织的声誉在与政府、公众关系中的作用，主要包括合法性
的建构与转化、信息的评判和识别。

制度视角认为，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声誉是由一个或多个中介机构提供的声
誉排名来决定的。从这个视角来看，声誉可以被理解为“被客观事实界定的社
会建构产物”，收集和评判组织信息的中介机构则是影响组织声誉的关键者
（Ｒｉｎｄｏｖａ ＆ Ｍａｒｔｉｎｓ，２０１２）。与西方“小政府、大社会”不同的是，我国的非
营利组织制度环境强调了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的声誉建构过程中的关键主体地位。
政府主导的第三方社会组织评估工作，直接影响了组织的声誉水平。此外，该
理论还强调“合法性”的重要性，认为组织需要不断采纳外界公认和赞许的做
法、形式以获得合法性（周雪光，２００３）。就非营利组织而言，合法性既包括来
自国家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还包括来自公众认可
和支持的社会合法性（高丙中，２０００）。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良好发展需要同
时满足这四种合法性，且这四种合法性之间相互依存。准入门槛和限制注册使
政治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成为我国非营利组织生存的前提，行政合法性的满足
则使社会组织更容易获得社会合法性（陈天祥、徐于琳，２０１１）。例如，《社会
组织评估管理办法》指出：“获得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在开展对外活动和宣传
时，可以将评估等级证书作为信誉证明出示。”这一等级结果意味着社会组织的
声誉能够在借助行政合法性的支持下，进一步扩展和提升其社会合法性。

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组织声誉也是信息评判和识别的关键信号。依据
委托－代理理论，非营利领域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方面，公共服
务的委托方（政府、捐赠者）与实际受益者是分离的，且非营利组织的绩效多
是无形且难以观察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导致委托方很难通过实际消费来评价组
织的绩效活动。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的公益属性，决定了组织可以轻易获得
无偿的产品和服务，从而缺少对这些产品和服务负责的内在动机（张冉，
２０１４）。由于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公众的选择具有风险，可能会因为一次失败
的参与体验而产生负面的溢出效应，从而对整个志愿部门产生消极情绪，这些
消极情绪甚至会传递给他人，造成更大规模的影响。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作为委托方之一的政府可以通过更加全面的社会组织
评估工作来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并且为公众和志愿者提供更多关于社会组
织评估的信息。具有公益属性的非营利组织，再辅之以政府公信力的背书，以
一种价值承诺的方式为公众提供质量担保，解决了公众的信息缺失和不对称的
问题，从而提升其志愿服务的参与意愿。且获得较高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也因
其声誉水平的提高而更不容易受到相关负面事件的溢出影响，从而保证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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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的稳定性。
已有研究表明，非营利组织的声誉与其他绩效指标具有直接联系（Ｐａｄａｎｙｉ

＆ Ｇａｉｎｅｒ，２００３）。具体而言，组织声誉是影响个体参与某一组织开展的志愿服
务的关键变量（Ｐｅｎｎｅｒ，２００２），且组织的声望评级也与志愿者的参与时长呈正
相关关系，与其离开意图呈负相关关系（Ｇｒｕｂｅ ＆ Ｐｉｌｉａｖｉｎ，２０００）。国家开展的
认证项目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在美国，更符合商务局标准的非营利组织更容易
获得公众支持（Ｃｈｅｎ，２００９）。基于此，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感知到的组织声誉在政府提供的社会组织评估信息和公众志愿服务
的参与意愿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即政府提供的更加全面的社会组织评估信息
会通过提高公众感知到的组织声誉水平，对其志愿服务的参与意愿产生正向
影响。
２ ． 过往志愿服务经历：调节效应
除信息感知外，公众对政府信息的反应还取决于其知识水平的高低和应对

技能的多少（Ｗｈａｌｅｙ ＆ Ｓａｍｔｅｒ，２０１３）。现有文献探讨了政策知识对慈善捐赠和
志愿服务的影响（ｄｅ Ｗｉ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Ｈｏｒｎ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５；
Ｙｒüｋ，２０１２）。基于此，研究认为参与志愿服务频率不同的个体之间，以及是
否有参与固定的志愿服务组织的不同个体之间，其所积累的志愿服务知识和参
与经验存在差异，这会对政策信息产生不同的反应。此外，探究“过往志愿服
务经历”在政策信息与公众志愿服务参与之间的调节效应，也为解决当前活跃
志愿者比例低、志愿服务参与不可持续的问题提供了更加有针对性的实践思路。

因此，文章将以往的志愿服务经历划分为两个变量进行考虑，分别是“过
往志愿服务参与频率”和“是否有参与固定的志愿服务组织”。研究认为，如果
公众过去较为频繁地参与志愿服务，他们就更容易接触到与志愿服务相关的政
府信息，也积累了较多的参与经验和知识，从而更容易理解政府信息公开对于
志愿服务的价值，表现出更高的参与意愿。相较于没有参与固定志愿服务组织
的公众，那些有参与固定志愿服务组织的公众则会更了解相关政府信息的变化，
也具备更高的参与技能和知识，因而更愿意参与到志愿服务中。因此，研究提
出以下假设。

假设３ａ：政府提供更加全面的社会组织评估信息，对于过去频繁参与志愿
服务的公众的影响大于参与频率较低的公众的影响。

假设３ｂ：政府提供更加全面的社会组织评估信息，对于有参与固定的志愿
服务组织的公众的影响大于没有参与固定的志愿服务组织的公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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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设计

（一）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实验研究方法，探寻社会组织评估信息对公众志愿服务参与意愿

的影响。该方法主要通过控制和干预特定因素水平的变化来理解相关变量间的
因果关系，其已在心理学、教育学、医学等领域取得了广泛应用，在公共管理
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代涛涛、陈志霞，２０１９；马亮，２０１５）。实验研究方法的
关键要求有三：随机化、干预、控制组和实验组。研究者通过随机分组将被试
者分配到实验组和控制组中，并通过操纵自变量来比较不同组别结果变量的差
异，最终得到变量间的因果关系（Ｈｉｎｋｅｌｍａｎｎ ＆ Ｋｅｍｐｔｈｏｒｎｅ，２００７）。其中，实
验研究通过对实验组的干预，与控制组进行对照，从而使处理效应能够得到充
分展现。随机分组则控制了潜在混淆变量的影响，使非处理因素在各组间达到
均衡，从而提高实验的内部效度。

鉴于公共管理情境的复杂性与应用性，行为公共管理学更倾向于采用具有
较高外部效度的调查实验（Ｓｕｒｖｅ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Ｂａｔｔａｇｌｉ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调查实
验实现了调查与实验的有机结合，能够较好地兼顾研究的内外部效度（张书维、
李纾，２０１８）。有别于问卷调查，调查实验允许研究者通过变量操纵，设计出具
有不同自变量水平的问卷版本，从而辨别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Ｊａｍｅ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此外，在国际顶级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学术期刊上，调查实验也是使
用频率最高的实验研究类型（张书维、刘星，２０２２）。相较于实验室实验（Ｌａｂ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调查实验更容易招募被试；相较于实地实验（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调查实验成本更低，且更容易得到实验干预的净效应；相较于自然实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调查实验更容易实现被试随机分配；相较于准实验
（Ｑｕａｓ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调查实验具有更高的内部效度。

（二）被试、程序、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网络数据回收平台“见数”（ｗｗｗ． ｃｒｅｄａｍｏ． ｃｏｍ）向普通公众发放

问卷５７４份。在排除未通过注意力测试、回复时间过短或过长、同一选项作答
的回答后，最终获得了５００个有效样本，实验样本统计效力大于０ ８ （Ｆａｕ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由于研究的目标人群是在政府信息提供下愿意参与志愿服务的公
众，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构成的样本是可以被接受的（Ｍ年龄＝ ２８ ３４４，
ＳＤ ＝ ６ ２４３；７７％为本科学历），这也一定程度上符合当前我国志愿者的人口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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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Ｘ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关于样本的人口特征分布详见表１。但需要指出的是，
调查所获取的样本是一个非概率样本，因此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此外，由于实验要求被试者接受调查前开启ＩＰ地址定位，样本来源覆盖
了全国内地大部分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甘肃省和西藏自治区除外）。

表１　 样本人口特征的频率分布
变量名 取值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女 ２４４ ４８ ８

男 ２５６ ５１ ２

年龄

小于等于１８岁 ２ ０ ４

１９ － ２５岁 １７４ ３４ ８

２６ － ３４岁 ２６７ ５３ ４

３５ － ４４岁 ４２ ８ ４

４５ － ５４岁 １２ ２ ４

５５ － ６４岁 ３ ０ ６

教育水平

不到高中 ２ ０ ４

普高、中专 １６ ３ ２

大专 ４６ ９ ２

本科 ３８５ ７７　

研究生及以上 ５１ １０ ２

政治面貌 其他 ３６４ ７２ ８

中共党员 １３６ ２７ ２

婚姻状况 单身（未婚、离婚、丧偶） ２５６ ５１ ２

结婚 ２４４ ４８ ８

家庭月收入

３９９９元以下 ３０ ６　

４０００ － ６９９９元 ９１ １８ ２

７０００ － ９９９９元 １２０ ２４　

１００００ － １２９９９元 １１３ ２２ ６

１３０００元以上 １４６ ２９ ２

合计 ５００ １０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实验采用单因素组间实验设计，被试者被随机分配到控制组或实验组。在
实验前，受试者先阅读实验知情同意书，得知研究目的、步骤、获益、风险、
可能带来的不便或不适等内容，并要求受试者在仔细阅读后慎重决定是否参与。
实验的第一部分包括有关公共服务动机、亲环境行为、以往的志愿服务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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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志愿服务参与频率，是否有参与固定的志愿服务组织）等问题，旨在加
强受试者对公共事务和环境问题的感知，增强情境的代入感。

第二部分是实验的主体部分，实验材料采用两则新闻报道的形式展示给被
试者，以增加实验文本的可信度。在新闻一中，首先介绍了“您所在的城市市
政府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环境保护志愿服务的相关意见》，并开展广泛的社会
组织评估”。接下来是对自变量进行操纵，实验组被提供了“市政府组织的社会
组织评估委员会就基础条件、内部治理、项目运作、工作绩效、社会影响等若
干指标进行了综合评估”的信息，而控制组则没有该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实
验材料除了操纵文本之外，两组其余的文本格式和内容均一致。被试者在阅读
完文本材料后需要回答关于自变量的操纵检验题项，以检测其是否有效接收到
实验的干预刺激。

接着在新闻二中，所有的被试者均会看到关于虚拟组织Ｂ的相关材料：“据
悉，Ｂ组织是该市一环保类志愿服务组织，在此次社会组织评估中获得了４Ａ级
志愿组织的称号（由高到低分别是５Ａ、４Ａ、３Ａ、２Ａ、１Ａ）。”具体实验材料
如下。

新闻一
您所在的城市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环境保护志愿服务的相关

意见》，并开展广泛的社会组织评估。（据悉，市政府组织的社会组织评估
委员会就基础条件、内部治理、项目运作、工作绩效、社会影响等若干指
标进行了综合评估。）

新闻二
据悉，Ｂ组织是该市一环保类志愿服务组织，在此次社会组织评估中获

得了４Ａ级志愿组织的称号（由高到低分别是５Ａ、４Ａ、３Ａ、２Ａ、１Ａ）。
第三部分是因变量测量，包括志愿服务的参与意愿和预期参与频率。第四

部分是人口统计学变量的测量，如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月收入、宗
教信仰、婚姻状况、政治面貌等。所有被试者的答题情况经过筛选和清理后，
最终获得研究的有效样本，并向作答者发放调查酬金１元。

（二）变量测量
关于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研究采用Ｗｒｉｇｈｔ等（２０１３）的五题项量表，选

项由低到高设为１ － ５，取均值计算该变量的得分。为了衡量公众对环境的关注
程度，研究询问受访者在日常生活中的亲环境行为，选项分为从未、偶尔和经
常，分别赋值０、１、２，将四个题项的得分取均值作为公众亲环境行为的得分。
参照Ｃｏｓｔｅｌｌｏ等（２０２０）的做法，研究将以往的参与频率分为从未、一次、两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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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每月一次、每周一次和每周一次以上，分别赋值０ － ５分。如果被试者有
参与固定的志愿服务组织，则设为１，否则为０。

关于自变量的测量，控制组设为０，实验组设为１。组织声誉作为中介变量，
采用三题项５级量表。例如“相对于其他志愿者组织，我觉得Ｂ组织享有很高
的声誉” （Ｓｅｌｎｅｓ，１９９３；帅俊全等，２０１９）。通过因子分析后，载荷为一个共
同因子，将三题项的得分取均值作为公众感知的组织声誉。

因变量包括志愿服务的参与意愿和参与的预期频率。关于志愿服务的参与
意愿的测量参考Ｒｉｃｃｕｃｃｉ等（２０１６）的题项设置，询问被试者“如果您是该市
一公众，请问您愿意加入Ｂ组织参与环保志愿服务的程度如何”，被试者在０ －
１００中选择。研究从“参与”而非“退出”的角度衡量志愿服务参与的可持续
性，测量指标为参与的预期频率，通过询问受访者“如果可以，一年之内，您
计划在Ｂ组织中多久参与一次环保志愿服务”来测量其可持续参与意愿。预期
参与的频率越高，表明公众的可持续性意愿越强，具体测量方式与以往志愿服
务参与频率的赋值方法相同。

其他可能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男性为１）、年龄、婚姻状况（已婚为１）、
受教育年限（每个等级中最高的受教育年限赋值为１１、１２、１５、１６、１９）、政
治面貌（中共党员为１）、家庭月收入（分别从低到高赋值为１ － ５）、宗教信仰
（有为１）。同时研究纳入省份的虚拟变量对省级特征进行控制。

四、结果与分析

（一）实验操纵和随机化检验
研究通过询问被试者“您对于此次社会组织评估的了解程度如何（由低到

高分为１ － ６级）”对实验操纵进行检验。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控制组（Ｍ ＝
２ ４３６，ＳＤ ＝ ０ ９３０）的得分显著低于实验组（Ｍ ＝ ５ ２９２，ＳＤ ＝ ０ ７１６），
［Ｆ （１，４９８）＝ １４７９ ６５，ｐ ＜ ０ ００１ ］，实验操纵是成功的。

文章进一步进行随机化检验，结果见表２。人口统计学变量在控制组和实验
组之间是均衡的，实验实现了随机化。因而可以认为因变量水平上的差异不能
归因于被试本身的构成差异，而是由于实验干预的处理效应，随机化也被视为
实验研究的核心思想（代涛涛、陈志霞，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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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描述性分析和随机化检验

变量 组别 均值 标准差 均值差值 Ｓｉｇ．（双侧） ９５％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性别 控制组 ０ ４８４ ０ ５０１ － ０ ０５６ ０ ２１１ － ０ １４４ ０ ０３２

实验组 ０ ５４０ ０ ４９９

年龄 控制组 ２８ ３４４ ５ ９１２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 １ ０９８ １ ０９８

实验组 ２８ ３４４ ６ ５７０

受教育年限控制组 １５ ９８８ １ ３９８ － ０ １５６ ０ １７１ － ０ ３８０ ０ ０６８

实验组 １６ １４４ １ １３２

政治面貌 控制组 ０ ２６４ ０ ４４２ － ０ ０１６ ０ ６８９ － ０ ０９４ ０ ０６２

实验组 ０ ２８０ ０ ５００

婚姻状况 控制组 ０ ４８０ ０ ５０１ － ０ ０１６ ０ ７２１ － ０ １０４ ０ ０７２

实验组 ０ ４９６ ０ ５０１

收入 控制组 ３ ４８０ １ ２６２ － ０ ０５６ ０ ６１７ － ０ ２７６ ０ １６４

实验组 ３ ５３６ １ ２３９

宗教信仰 控制组 ０ ０６４ ０ ２４５ － ０ ０１２ ０ ６００ － ０ ０５７ ０ ０３３

实验组 ０ ０７６ ０ ２６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分析结果
本文分别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和有序Ｌｏｇｉｔ模型对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和

参与的预期频率进行分析，结果见表３。依表３可得，社会组织评估的政府信息
公开对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和预期频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在控
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与控制组相比，当政府提供更加全面的社会组织评估
信息时，能够显著提高公众１８ ８０个水平的参与意愿（ｐ ＜ ０ ０１，见模型１），
能够使公众预期频率提升０ ９６８个单位（ｐ ＜ ０ ０１，见模型４）。至此，假设１
得到支持。此外，通过表３结果可得，公共服务动机对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意
愿和预期频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模型１为例，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
况下，公共服务动机每上升一个单位，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提高８ ５３２个
水平（ｐ ＜ ０ ０１）。

从交互效应的系数可得，与过往参与较为频繁的公众相比，那些过去志愿
服务参与频率较低的公众在获得政府更加详尽的社会组织信息后，反而更愿意
参与到志愿服务中，得到了与假设３ａ相反的结果。在知晓政府更全面的社会组
织评估信息后，没有参与固定的志愿服务组织的公众相较于有参与固定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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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而言，表现出更高的参与意愿。虽然该研究结果并没有充分的证据得到显
著性结果，但也与假设３ｂ的预测方向相反。此外，过去志愿服务参与频率较低
的公众在获悉政府更全面的信息后，其预期参与频率反而高于那些过去志愿服
务较为频繁的公众，与假设３ａ相反。有参与固定组织的公众却表现出比没有参
与固定组织的公众更高的预期频率，尽管该结果不显著，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了组织对于志愿服务参与的重要性，即当公众对志愿服务组织产生“黏性”
时，不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表３　 社会组织评估信息对于公众志愿服务参与意愿的回归分析

变量 参与意愿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预期频率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实验干预 １８ ８０ ２３ ６４ ２０ ２５ ０ ９６８ １ １３２ ０ ９１３

过去志愿服务频率 ３ １０９ １ ２６１

实验干预过去志愿服务频率 － ２ ４６７ － ０ １１８

有参与固定组织 ５ ３９７ １ ０１５

实验干预有参与固定组织 － ３ １０６ ０ ２９０

公共服务动机 ８ ５３２ ７ ５３２ ７ ９８５ １ ０８２ ０ ５９２ ０ ９３０

亲环境行为 ５ ４８２ ３ ３８０ ４ １９３ ０ ７３９ － ０ ２３８ ０ ４８５

性别 ０ ０５３ ０ ５３２ ０ ０６８ － ０ ３６４ － ０ ２５３ － ０ ４０９

年龄 ０ ２３１ ０ ２５９ ０ ２５４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１０

受教育年限 － ０ ３７７ － ０ １７５ － ０ ２４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９５ ０ ０３９

政治面貌 － ０ ３８８ － ０ ８７５ － ０ ９９９ ０ ３５６ ０ ０２４ ０ １９６

婚姻状况 ０ １４７ ０ ２７６ ０ １４３ － ０ ２８２ － ０ ２７２ － ０ ３３１

收入 １ １５１ １ １４９ １ １６２ ０ ０４５ ０ ０２３ ０ ０６１

宗教信仰 － ４ ３２８ － ４ ９７４ － ５ ４１３ ０ ７４３ ０ ２７９ ０ ４５２

省份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１ ２４ １７ ０９ １８ ４７

Ｎ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Ｒ２ （Ｐｓｅｕｄｏ） ０ ３０８ ０ ３１９ ０ ３１５ ０ １１９ ０ ２１５ ０ １４４

Ｌｏｇ ｐｓｅｕｄｏ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 ６１６ ６８４ － ５４９ ６２７ － ５９９ ２９８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中介效应
研究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程序和方法进行中介检验，选择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次数为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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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信区间为９５％，详细的数据分析结果见表４ （Ｐｒｅａｃｈ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公众感
知到的组织声誉水平在社会组织评估信息公开与志愿服务的参与意愿和预期频
率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０。结果表明，公众感知的组织声誉的中介效应显著，支
持了假设２，即当政府提供更加全面的社会组织评估信息时，能够通过提升公众
感知到的组织声誉水平，促进其志愿服务的参与意愿和预期频率。

表４　 感知到的组织声誉的中介作用

变量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Ｓ Ｅ
９５％ 置信区间
下限 下限

参与意愿 中介效应 １２ ２６６ １ ３５７ ９ ６０７ １４ ９２５

直接效应 ６ ２７１ １ ４３７ ３ ４５５ ９ ０８９

总效应 １８ ５３７ １ ７０１ １５ １９６ ２１ ８７９

预期频率 中介效应 ０ ２３８ ０ ０５０ ０ １４０ ０ ３３５

直接效应 ０ ２４７ ０ ０８９ ０ ０７１ ０ ４２２

总效应 ０ ４８５ ０ ０８１ ０ ３２６ ０ ６４３

注：控制变量包括公共服务动机、亲环境行为、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婚
姻状况、收入、宗教信仰。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论与讨论

研究借助社会组织评估场景，采用调查实验的方法讨论有关社会组织评估
的政府信息公开是否，以及如何提升个体志愿服务参与的积极性。实验结果发
现，与控制组相比，在实验组中提供更加全面的社会组织评估信息，有助于提
升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和预期频率。具体而言，该信息通过影响公众感知
的志愿服务组织的声誉水平，进而对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和预期频率产生
影响。政府有关社会组织评估的信息公开在过去志愿服务经历有限的人群中影
响效应更大，即与过往参与频繁的公众相比，那些志愿服务频率较低的公众在
获得政府更加详尽的社会组织评估信息后，更愿意参与到志愿服务中。这也表
明信息公开对于解决当前志愿服务活跃率低、参与不可持续等问题具有重要的
实践意义。基于研究结果，开展以下讨论。

首先，研究发现，当公众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加全面的社会组织评估信息后，
其志愿服务的参与意愿和预期频率会更高。换言之，政府在非营利领域中开展
更全面的信息公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公众参与志愿服务。随着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人们的道德水平不断提高，“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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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无论是出于增加技能、丰富社会交往、发展职业生涯的
需要，还是出于追求价值观和寻求自我保护等心理需求，公众都已经具备了参
与志愿服务的动机（Ｃｌａｒｙ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但现实生活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阻碍
了个体志愿动机的有效转化，政府通过信息公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公众对
志愿服务领域信息和知识层面的不足，从而降低公众对组织的判断成本和“试
错”成本。此外，政府在志愿服务领域的信息公开蕴含了国家认同和价值肯定，
能够提升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的社会形象，并有利于塑造良好的志愿服务的社会
氛围。

其次，研究结果发现，政府提供社会组织评估信息实际上塑造了公众对于
社会组织的声誉感知，从而影响其志愿服务的参与。政府提供更加全面的社会
组织评估信息能够帮助公众从声誉层面更好地了解组织，这种被建构的组织声
誉能够有效应对个体决策时的信息不对称困境。此外，考虑到志愿服务政策执
行往往需要组织作为中介和桥梁，还应该关注到中观层面的社会组织在志愿服
务事业发展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这也契合了近些年来，政策反馈理论研究中提
出的“将组织带进来”的观点，避免了宏观国家和微观个体之间的理论“真
空”状态。国家通过设定社会组织评估的指标和规则来刺激某些类型的组织及
其战略的发展，同时限制其他类型的组织和相关发展战略，从而指明志愿服务
事业的发展方向，而这必将对个体参与志愿服务的渠道和范围产生深刻影响
（Ｇｏｓｓ，２０１０）。

最后，虽然研究假设参与频率更高的志愿者更容易接触到政府的相关信息，
并且积累了更多参与志愿服务的经验和知识，因而对政策信息的反应更积极。
但研究结果表明，与参与频繁的活跃志愿者相比，过往参与积极性不高的“沉
睡型”志愿者更容易受到政府信息公开的影响，表现出积极的参与意愿。针对
这一研究结果可能的解释是，对于那些经常参与志愿服务的个体来说，组织声
誉更多地来自自身的志愿服务体验和经历，而非外在的组织评级。这一有趣的
发现也证实了文章的潜在预设，即大多数人并非缺乏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而
是受限于相关信息的缺乏。一旦该信息被弥补，这类不活跃的志愿者就会更积
极地参与志愿服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活跃志愿者比例偏低、志愿服
务参与不可持续的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志愿服务组织参与
到社会组织评估工作中，公众感知组织声誉的信号优势可能会降低。

实践中，公众志愿服务参与行为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一直是志愿服务事业
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作为回应，文章聚焦于政府信息公开这一政策工
具在动员公众志愿服务参与意愿中的直接影响和作用机制，并分析了中观组织
层面在其中的间接效应。这不仅有利于观察不同参与历史的个体对于该政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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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异质性反应结果，还进一步揭示了国家动员机制在推动志愿服务发展的内
在机理。在以往的研究中，志愿服务中的国家动员更多地立足于“国家中心主
义”的视角，借助于政治感召力来调动党员、体制内工作者的志愿服务参与意
愿（王焕等，２０２１），但是如何激发和调动更大范围内公众的志愿积极性仍然缺
少有力抓手。为此，文章引入信息这一核心要素，基于“志愿者中心”的视角，
探讨了政府信息公开在国家动员公众志愿服务中的因果效应，并引入组织作为
中介，通过公众感知到的组织声誉，链接了宏观的政府信息公开与微观的个体
志愿服务意愿，分析了国家动员在志愿服务中的转化机制，特别是政府借助信
息型政策工具，通过志愿服务的话语建构、想象力的塑造提升了志愿者的社会
形象，不仅能够持续感染个体和调动个体的潜在动机，也能影响其微观感知，
从而提升公共政策动员效果的有效性。

文章还存在若干局限，这为未来研究提供了可能的发展空间。首先，文章
以社会组织评估为实验场景，未来研究可考虑其他类型的政策信息提供或沟通
方式，以探索更加丰富的学术议题。其次，受限于在线便利样本，文章存在着
与现实情境有一定的距离、样本代表性不足、可推广性有限等问题，因此在推
广研究结论时需谨慎。未来也可以通过复制实验的方式提高文章研究结论的外
部效度（Ｗａｌｋ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再次，文章关于因变量的测量均为意愿类测量。
虽然已有的诸多（社会）心理学文献验证了个体意愿和行为之间存在着强相关
关系（Ａｊｚｅｎ，１９９１），但未来研究可以通过追踪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进行拓
展。最后，文章选择社会组织作为公众志愿服务参与的主体，未来研究可以考
虑从更加广泛多元的志愿服务参与方式思考信息公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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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ｒüｋ，Ｂ． Ｋ．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ｏｎ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Ｇ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ｉｎｇ：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ｉｖｅ Ｆｉｖｅ”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３１（４）：８１３ － 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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